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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随之丧失的还有海藻森林（Steneck et 

al., 2002）、红树林（Polidoro et al., 2010）和

海草床（Dunicet al., 2021）。这些栖息地的丧

失也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丧失，比如水体

天然的过滤与营养物质循环功能、鱼类生产和

海岸带防护功能。

如今很多海岸带生态系统正显现出功能丧

失后的累积效应，尤其是水体富营养化；全世

界近1000个地区被认定为已受到富营养化的影

响，其中约600个已出现缺氧现象（Diaz et al., 

2013）。全球野生渔业资源状况反映出栖息地

减少和无效管理的现状。尽管超过四分之三的

渔业资源当前仍被视为从“生物学上可持续的

种群”中获得，但从不可持续的种群中捕捞的

资源占比已增长了许多，从1974年的10%上升

到2017年的34.2%（FAO, 2020）。此外，海岸

带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持续增长的海洋酸化与气

候变化的威胁，阻碍了这些生态系统的自然恢

复和人为修复努力。

同时，淡水生态系统也面临着类似挑战。

虽然江河湖泊和湿地的面积不足地球表面积的

当前，全球环境正面临诸多挑战，而食物

生产恰是导致这些挑战的重要原因。到2050

年，全球人口将增至90亿，我们迫切需要在有

限的环境资源内，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食物需

求。

水产养殖，即在水中养殖动植物的生产
活动，其过去的发展也往往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栖息地退化、水体污染、野生
鱼类资源退化以及病害，都与早期商业
性水产养殖的发展相关，并继续对当
今该产业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Naylor et al., 2021）。

这些影响给广阔的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造

成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战，这是人类社会以多种

方式利用并影响这些生态系统的结果。由于毁

灭性的捕捞方式、污染以及入侵物种的引入，

众多海岸带地区已发生了栖息地及其相关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系统性丧失。最显著的例子

之一是牡蛎礁，这种地球上受危害最严重的海

岸带栖息地之一，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丧失了

85%，丧失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Beck et al., 

© Roshni Rodhia

1%，但这些水系中栖息着全球51%的鱼类物

种（Hughes et al., 2021）。在所有淡水生态系

统中，超过半数已受到人类活动的极大影响，

其鱼类的生物多样性也因工业化发展、修筑大

坝和工农业用水等活动而大幅减少（Su et al., 

2021）。

但是，尽管且正因为出现了这些环境问

题，我们更要挑战这一推论：食物生产与环境

健康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我们认

为，以一种负责任且有助于促进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恢复的方式为日益增长的人口生产食物，

是可能的。在陆地食物生产系统中，人们越来

越多地采用对自然友好的生产方法，比如再生

农业，而将这类方法应用于水生食物生产系统

的趋势也正在兴起。

鉴于水产养殖业在过去二十年快速增长和

在未来持续扩张的巨大潜力，水产养殖业是一

个需要将环境保护的概念融入其中的重要产

业，这样水生食物系统才能支持可持续发展，

确保大自然与人类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挑 战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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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性水产养殖的机遇

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最佳机遇或方法，能

够同时为持续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并改善水生

环境的健康，而修复性水产养殖或许就是其

中之一。只要方法得当，某些水生生物的养殖

可以作为缓解水质退化、栖息地丧失和气候变

化等紧迫问题的一种工具。考虑到有利于发展

修复性水产养殖的环境、社会、经济和人类健

康因素，几乎所有洲和大部分沿海国家都具有

在海洋中开展修复性水产养殖的潜力（图1；

Theuerkauf et al., 2019）。此外，在淡水环境

中，农业生态生产方法有助于社区居民实现多

重社会、经济目标，同时在生产食物的过程中

以少投入、多产出和环境影响更小的方式，达

到提高效率的目的（Freed et al., 2020）。

在大部分国家，修复性水产养殖的推广应

用有着巨大潜力。Oyinlola等人（2018）的研

究显示，全世界共有7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区适

合养殖至少一种常见的海产品（全球养殖最多

的海洋生物种类共有102种）；而Froehlich等

人（2019）则探讨了全球发展海藻养殖的巨大

潜力，认为适宜养殖海藻的海域面积竟达到

4800万平方公里。发展双壳贝类养殖的潜力也

同样巨大，预计未来产量可增加到目前的30倍

（Costello et al., 2020）。尽管如此，要确定

具体区域的产业扩张规模，还应该考虑当地数

据、信息和利益相关方的投入等因素，并且应

该就扩张计划与当地公众和利益相关方进行沟

通协调（Costa-Pierce & Chopin, 2021）。

通过修复性水产养殖来促进水产养殖业的

发展，能够带来既可以改善海洋环境又可以产

生经济回报的宝贵机遇，比如在适宜的水域养

殖双壳贝类，可以吸收人为过量排放的氮、

磷，或者利用养殖场营造的栖息地来支持野生

鱼类繁殖。现有水产养殖业若能开展修复性养

殖实践，则上述成效有望得到提升。

考虑到单纯的环境修复项目成本高昂，实

施修复性水产养殖不仅能获得经济效益，而且

还顺带完成规模化的环境修复，这种机遇着

实让人心动。虽然已经开发了多种试图将栖息

地、物种和环境修复价值化的模式，但这类项

目惯常依赖于政府公共资金或民间善款的资

助。例如，按照修复面积将项目总成本进行分

摊，那么修复一英亩牡蛎礁的成本可能会高达

数十万美元（Bayraktarov et al., 2016），这就

限制了这类修复项目的大面积实施，并极大地

降低了那些无法承担项目成本的地区和国家的

机会。

商业化的修复性水产养殖即便不求助于政

府公共资金或民间善款资助，也可带来类似的

环境效益，因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基于市场

机制的改善水生环境健康的解决方案。只要项

目的规模够大，修复性水产养殖也可以为全球

的沿海社区创造出非常可观的经济机遇，包括

在现有2640亿美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收入，

以及为2000万水产养殖从业者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Valderrama, Hishamunda and Zhou, 2005; 

FAO, 2020）。



低 (0) 高 (100)机遇

*来源： Theuerkauf et al. 2019

图1. 贝类与海藻的修复性水产养殖机遇指数*

目的与目标

本文件给出了修复性水产养殖的定义，并

就如何有效实施和发展这一方法进行了说明。

该指南有利于防止误读或错用此概念及相关术

语。指南以一整套“修复性水产养殖全球通用

原则”（下称“原则”）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其目的是在较高层次上树立有效实施修复性

水产养殖的意向。就本文件的目的及其使用而

言，我们将这些原则视为一种基本主张，即一

组包含判断或意见的陈述；我们以这些原则为

基础，分步阐明如何才能设计出可产生最佳修

复成效的修复性水产养殖方法。

通过给出定义、确定原则并绘制出一组环

境效益路线图，我们希望激发相关人士参与修

复性水产养殖的行动意愿，同时倡导扶持性政

策和基于市场的多种方法，以支持修复性水产

养殖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一旦得到广泛应

用，则不仅能够为人类提供食物和宝贵的经济

发展机遇，而且有望改善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海

洋和淡水生态系统健康。

范 围

本文件旨在定义修复性水产养殖概念，并

描述其意图和在应用中需遵循的指导性原则。

文件中所述定义和指南适用于从小到大各

种规模的养殖活动，不限地域且包括淡水（内

陆）、半咸水（河口）和海水（海岸带和离岸

海域）水域的水产养殖。不过，本文重点关注

修复性水产养殖在海洋贝类和藻类养殖中的应

用前景，因为有充足的科学认知证实这些种类

及其养殖业可以发挥生态修复作用。

我们认为本文件初版是基于截至公开发布

时可获得的最佳科学信息。随着对其他养殖门

类和养殖种类的科学研究愈加深入、知识积累

愈加充分，作者团队力图每隔两年或在认为必

要时对本文件进行审阅和更新，以便将这些新

知识融入在文件内，提供最新指南（含更新的

路线图）。

本文件及其通过原则和路线图创建的框

架，并没有形成将任何养殖经营正式划定为

“具有修复性”的认证制度、标准或生态标

签。

10 11

贝  类

海  藻



12 13

乡土与传统水产养殖

将传统与乡土水产养殖知识纳入修复
性水产养殖实践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
和文化效益，包括拓宽生计方式、享有
更多健康与福祉、获得公平、以及产生
更好的环境成效。

虽然本文件力图厘清现阶段关于修复性水

产养殖的定义、驱动因素和实施路径，但需要

注意的是：能够提供生态效益和持续的生态

系统成效的综合性水产养殖系统并非一项新发

明。恰恰相反，为了食物、贸易、文化和环境

效益的目的，很多当地居民和原住民在很早以

前就开始进行水产养殖活动，并以可持续的方

式实践了数千年而延续至今；其中很多方法其

实就是我们所讨论的修复性水产养殖的雏形，

甚至已经极为接近。重要的是，在讨论“修

复”我们的自然系统或哀叹重要的海洋栖息地

丧失时，自然保护者多数都会提到殖民时代以

前的环境连通性和资源丰度–这往往就是当地

居民和原住民进行自然资源管理的结果。当我

们寻求对全球的食物生产系统进行变革时，我

们绝不可轻视历经漫长岁月培育出的可持续的

和能够带来修复成效的解决方案，包括那些并

非基于新技术或基础设施创新的现有概念，而

是根植于当地乡土知识和传统管理方式的解决

方案。

例如，从公元前1100年开始，中国就开始

在土塘中养殖淡水鱼。此外，在整个东南亚，

当地居民历史上就用过“稻田养鱼”的方法。

但随着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持续增大，单一养鱼

和种稻的做法变得日益普遍。在中国，相传

“稻田养鱼”(co-culture of fish with rice)的做

法始于两千年前（Lu and Li, 2006），随后逐

渐传到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柬埔寨

等许多亚洲国家。这些养殖系统是一种独特的

“水产-农业”相结合的模式。通过在一系列

生态系统中纳入更多养殖种类，稻鱼种养系统

得以支持自然的生物多样性，只不过这些系统

和种养方法的多样性本身仍是促成这些效益的

关键要素（Freed et al., 2020）。很多稻鱼种养

结合的方法和系统，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比如

“稻鱼轮作”、“稻鱼共作”、“基于社区的

渔业与水产养殖”；Freed et al., 2020），这为

开发出既顺应自然过程又可满足当地社区需求

的水产养殖模式创造了条件。

在夏威夷，早期居民也开创和管理过渔农

共作系统（比如传统的鱼塘养鱼和芋艿种植结

合体），包括通过社区间的合作和贸易，利用

流域范围的内陆和海岸带生态系统支持不同地

区出产食物的再分配（Costa-Pierce, 1987）。

这些也是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重新启用那些

能支持食物和营养安全的综合系统；我们应以

减轻负面环境影响、亦或提升正向环境影响的

方式来生产有营养价值的食物。现在，夏威夷

乡村和原住民社区正忙于恢复鱼塘系统和传统

的近岸环境，包括海藻、珊瑚和野生渔业。这

种地方性的恢复与修复活动根植于乡土科学和

世界观，饱含着对全流域的生物文化资源丰富

度的重视（Asuncion et al., 2020）。

在太平洋沿岸的北美西北地区，“蛤蜊园

（clam gardens）”是一种至少有3500年历史的

本土水产养殖实践。原住民通过修整海底底质

的方式创造和维持这些养殖系统，并产生了显

著的成效，某些蛤蜊园养殖产量比非蛤蜊园区

域高出四倍（Millin, 2020）。除产量增加外，

这些蛤蜊园还创造出能够提高其他海洋物种和

哺乳动物多样性的优质生态系统（Dueret al., 

2015）。此外，最近对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

蛤蜊园的研究显示，除将蛤蜊壳送回海滩的传

统做法（有助于缓冲已酸化的近海水体）外，

独特的蛤蜊园设计还通过缓冲水温和碳酸盐波

动而具有较好的气候韧性（Millin, 2020）。美

国华盛顿州的Swinomish印第安部落社区目前

正在恢复当地的蛤蜊园，这也是他们借助乡土

知识来加强气候韧性和寻求解决方案的综合计

划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获得食物、气候、文

化和环境的多重效益（Voices for Clean Water, 

2020）。

© Christine Shepard.夏威夷岛Kiholo鱼塘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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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目标

•  定义修复性水产养殖，使相关产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公众等利益相关方都

清楚地了解修复性水产养殖的定义范围；

•  描述修复性水产养殖带来的主要效益与支持修复性水产养殖发生的环境条件；

•  为自然资源管理者、政府监管部门、养殖行业协会、养殖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提供指南，帮助其判断养殖活动是否能发挥环境修复作用；

•  从实践层面，支持修复性水产养殖的实施、成效评估、评价及适应性管理；

•  激励关键的利益相关方对修复性水产养殖进行规划和布局，将其纳入水产养殖

区或水域保护区划分等区域性规划。

受众与使用

我们预想，水产养殖企业、养殖行业协会、养殖户、国家和省市各级政府部门、金融机

构、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善款捐助人及生态认证机构等都是本报告的受众。

文中阐释的各项原则可供利益相关方广泛采用，适用于从国家规划到区域和地方海域规

划、乃至个体养殖场管理实践等各类场景和规模。

在本文件中，我们优先开发了一套过程驱动的方法，使养殖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能够

判断水产养殖场是否能够产生环境修复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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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修复性水产养殖
定 义

当商业性水产养殖或生计性水产养殖能
够为环境提供直接的生态效益，并具有
产生净正向环境成效的潜力时，即为修
复性水产养殖。

本定义旨在为行业运作方式提供指南，使

其不仅能提供食物或其他商品、以及生计（就

业），还能有助于遏止、甚至逆转人类活动对

环境造成的多种影响。具体来说，为防止环境

影响并扭转其显著退化的趋势，取得净正向效

益或“净收益”是该定义的一个核心要素，行

动目标务必清晰且基于净成效（Maron et al., 

2021）。修复性水产养殖有助于缓解水域污

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及气候变化压力等主要环

境压力。

对环境效益和净正向成效的描述是否精

准，受限于科学知识和公认的水产养殖所能提

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此外，环境效益要结

合当地情况来判断，很难一概而论。尽管如

此，当前的科学研究大体表明，水产养殖的环

近期文献对修复性水产养殖的定义

境效益可包括水质改善、提供栖息地及潜在的

减缓气候变化这三类。

因此，鉴于当前人们熟知的环境健康效

益，本文件将重点放在制定修复性水产养殖的

原则方面。我们期望，更多类型的效益将随着

科学发展而为人们所熟知，比如支持生物多样

性的存续、海岸带过程和海岸带防护，或者文

化层面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指导产业和管

理者如何实施相关修复性养殖实践的同时，这

些效益也应该被纳入修复性水产养殖的范畴。

未来文件的修订版将纳入新知识和新指南。

以下是近年发表的科学文献中对修复性水产养殖的几个定义。

Theuerkauf 等人（2019）

将修复性水产养殖定义为“有

意利用水产养殖来对（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产生积极的影

响”。尽管我们提出的修复性

水产养殖定义也类似地涉及到

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既

然有证据显示这套养殖方法能

提供某些效益，那么养殖户

或养殖管理主体是否“有意为

之”就不是决定一个养殖系统

是否具有修复性的主要因素。

Carranza 和 zu Ermgassen（2020）

将“修复性海水贝类养殖”定义为

“一种多学科或跨学科的方法，涉

及在物种的生命周期内施加一些人

为干预，旨在消除因人们不可持续

地利用海洋贝类而产生的负面的社

会-生态影响”。在这个定义中，

养殖的贝类物种必须是“本地的、

野生资源枯竭的或已遭受过度捕

捞，或者在当地或区域内已灭绝或

达到功能性灭绝的状态”。这个定

义在很大程度上与“栖息地修复”

或“保育性水产养殖（conservation 

aquaculture）”同义。

Maynard（2003）

将修复性水产养殖定义为“对

诸如海岸带红树林和海草群

落、蛤蜊床、牡蛎床、贻贝

床、珊瑚礁等特定海洋生态系

统进行的保护和丰富。这一概

念还延伸到涵盖海岸带和海洋

中的渔场。”尽管修复性水产

养殖也蕴含着“丰富海洋生态

系统”的功能，但是Maynard

使用这个术语的重点在于将动

物放归野外，因此，将其定义

为“保育性水产养殖”可能更

为恰当。



大多数商业性水产养殖

带给大自然的效益

带
给

人
类

的
效

益

  修复性水产养殖
（再生水产养殖）

资源增殖

保育性水产养殖

栖息地修复

图2. �相对于其他可惠及人与自然的人类活动，修复性水产养殖所处位置的概念图

类似概念与术语

除修复性水产养殖外，还有一系列其他术

语被用于描述那些在水生环境中能够实现环境

和保育成效的食物生产过程（图2）。总的来

说，这些定义为可持续性一词建立了框架；最

重要的是，这些定义确立了水产养殖作为一个

食物生产行业，能够演变为具有多重社会、经

济与环境成效的动态生产系统与实践的一系列

方式。

再生食物系统、再生农业与再生水产养殖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认为，再生食物系统（regenerative food systems）是一类“不论在陆地或海洋，

能够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积极修复栖息地并保护生产区域内及其周围的生物多样性”的食物生产方式

（Doane, 2020）。修复性水产养殖（restorative aquaculture）和再生农业（regenerative agriculture）都可被视为

再生食物系统。虽然在科学文献中再生农业有多个定义，但根据食物与土地利用联盟（Food and Land Use Coali-

tion）的表述，这类农业可被视为“能够促进土壤再生、减少但未必消除化肥和杀虫剂使用、并在减少负面影响

的基础上确保农业活动为环境带来正向效应的一套实践方法”（FOLU, 2019）。

修复性水产养殖试图将类似的环境保护概念和方法应用于水产养殖。再生水产养殖（regenerative aquacul-

ture）现在也成为水产养殖企业和初创公司越来越普遍使用的一个词（如：Greenwave, 2021），但它在科学文献

中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定义。最近，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与TNC合作的一篇论文（Mizuta, Froehlich & Wilson, 审

稿中）中，作者对保育性应用方面的水产养殖相关的关键术语进行了文献综述，并基于再生农业的概念，提出了

再生水产养殖的定义。除环境与经济效益外，该定义还包含了社会公正的要素。在本报告中，我们一般将再生水

产养殖和修复性水产养殖视为同义词。

生态友好型水产养殖

生态友好型水产养殖（ecological aquacul-

ture）是一种“将生态学原则与方法用作范式

的水产养殖发展模式”（Costa-Pierce, 2002, 

2010, 2021）。生态友好型水产养殖鼓励从业

者将水产养殖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经营，并

强调应在养殖初期而不是等到事后才对环境效

益进行专门规划。生态友好型水产养殖的六项

原则包括：（1）模拟自然系统设计养殖场；

（2）通过社区发展贡献于当地社会；（3）产

生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4）实行营养物管

理且不污染环境；（5）只用本土物种和/或品

系；（6）为当地和全球社区树立管理和创新

的典范。遵循这些原则的修复性水产养殖场就

会被视为生态友好型水产养殖场。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Ecosystem Ap-

proach to Aquaculture, 简称EAA）被定义为

“一项将水产活动整合在更广泛的生态系统

内，以促进相互关联的社会 -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公平性和韧性的策略”（FAO, 

2010）。EAA方法强调人类福祉、环境安康及

有效治理，从而在发展水产养殖的同时能兼顾

人类与环境。虽然EAA方法也关注环境影响，

但它常被描述为更聚焦于“如何做”而非“什

么影响”。这种方法是供政府和水产养殖业遵

循的一种细化程序和策略，其内核是让利益相

关方参与。修复性水产养殖也可被纳入E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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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性水产养殖

保育性水产养殖（conservation aquacul-

t u r e）一直都被定义为“利用水产养殖保

护和恢复濒危鱼类种群的方法”（Anders , 

1998）。保育性水产养殖的例子包括为恢复受

威胁或濒危的太平洋鲑鱼品系（strain）、加

州鲍鱼及北美西北沿海的奥林匹亚牡蛎而实施

的人工育苗工作。保育性育苗场还有一个相关

术语–资源重建，即以一种有意限制对野生种

群的遗传和生态影响的方式重建种群（Flagg 

& Nash, 1999）。保育性水产养殖不同于修复

性水产养殖，其基本目标以具体物种的恢复或

种群重建为重点。此外，保育性水产养殖一般

不涉及将所养殖的生物体作为商品进行直接销

售。Froehlich、Gentry 和 Halpern（2017）提

出一个保育性水产养殖的扩展定义：“利用水

生生物的人工养殖来实现自然资源的有计划管

理和保护”，该定义不仅包括物种层面的种群

重建，还多了一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视角。

Froelich等人提出的这个保育性水产养殖的扩

展定义，与修复性水产的定义有某些重叠，

尤其是对于不投饵性养殖种类（extractive spe-

cies）。保育性水产养殖与修复性水产养殖可

以是在一个水体或系统内共享的或相互关联的

活动，例如：在对海洋环境有修复功能的本土

双壳贝类（如奥林匹亚牡蛎）的商业性水产养

殖案例中，所养殖的贝类与保育性水产养殖使

用同一处育苗场设施；两种活动都有助于实现

改善水质和提供栖息地这一环境保护目标。

资源增殖

从渔场的角度看，资源增殖（stock en-

hancement）的目标是“增加资源量，藉此

增加可捕量”（De Silva and Funge-Smith, 

2005）。资源增殖的目的是将渔业产能保持在

一个能支持持续捕捞的水平。一般通过使用养

殖的鱼类进行渔业资源的补充来实现。资源增

殖活动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持续进行。由于

视维持资源量以支持捕捞渔业为重点，它不同

于修复性水产养殖和保育性水产养殖所带来的

资源量增加，因为二者都不是明确地或单单为

了捕捞渔业而补充资源量。

然而，Lorenzen等人（2010）曾探讨过，

如何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升资源量，从而既能使

捕捞增产，又能促进种群的保护和重建，并且

/或者有助于缓解栖息地或其他渔业损失。在此

定义下，资源增殖就同保育性水产养殖有所重

叠。如果资源增殖具有商业目的或维持生计目

的，且能给水体带来直接的环境效益，则它可

能同修复性水产养殖也有重叠。

水生栖息地修复

修复生态学（restoration ecology）被定义

为“帮助某个已退化、受损或被破坏的生态系

统恢复的过程”（Society for Ecological Res-

toration International Science & Policy Working 

Group, 2004）。具体地说，海洋与海岸带栖

息地修复被定义为“一旦丧失关键的栖息地，

或这些区域的功能衰退”则必须采取的行动

（U.S. Commission on Ocean Policy, 2004）。

水生栖息地修复活动的资金常来源于善款捐助

或政府资助，并且可使用任何工具在多种尺度

上开展修复活动，以实现最终目标。修复性水

产养殖可成为更广泛的修复行动中所使用的工

具之一，但它未必就一定会被用作此目的。因

此，水生栖息地修复带来的成效与修复性水产

养殖的效益可能重叠，但水生栖息地修复并不

一定采用修复性水产养殖作为工具。

避免、减轻
水产养殖直接的
负面环境影响

通过监测和应对措施
缓解对环境的影响

缓 解
通过实践取得
正面的环境成效

实 施
直接的环境效益
提 供

以期取得净正向的
生态系统成效

累积效益

影响降低

生态可持续发展

修复性水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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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修复性水产养殖的路径

     以环境效益为目的的商业性或生计性水产养殖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术语，包含多种陆地农业

和生态学的实践。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最常用的定义之一来源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它是指“保护、可持续管理和修复自然的或被改变的生态系统的行动，能够有效地、适应性地

应对社会挑战，同时提供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效益”（IUCN, 2020）。尽管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这一概念已被频繁地应用于陆地农业中，但这些概念尚未充分扩展应用于水产品生产中。

修复性水产养殖与自然保护目标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协同作用（Le Gouvello, Bru-

gere and Simard, 2021）。修复性水产养殖采用类似的环境概念和目标，因而可被视为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框架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图4）。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再生食物系统

基于土地的系统 基于海洋的系统
再生农业
·农林间作
·覆盖作物
·保护性耕作
·放牧管理

·修复性水产养殖
（再生水产养殖）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
·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

自然系统修复

再造林 自然系统保护

天然林管理 生物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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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作为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再生食物系统的修复性水产养殖概念图



移 除 过 滤 增 加

一公顷的修复性水产养殖场...

半吨以上的氮
（用污水处理方
式去除的成本约
为5万美元）

高达2500万加
仑水体/天（可
灌满约40个奥
林匹克标准游
泳池）

海岸带水体中的
二氧化碳并防止
海洋酸化

野生鱼类数量
可达5吨/年

吸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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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性水产养殖的
环境效益

图5. 修复性水产养殖的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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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宜条件下，水产养殖可为水生环境提

供多种类型的效益。利用“生态系统与生物

多样性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的方法体系，Alleway等人

（2018）识别了海水养殖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上所发挥的潜在效益，包括：供给服务、

调节服务、栖息地或支持服务、文化服务。在

本文件中，我们用一个简单框架来界定实施修

复性水产养殖最可能产生的环境效益，同时将

这些效益分为三个大类，即：水质、提供栖息

地和气候（图5）。

水质效益和提供栖息地是获得最多科学文

献论证的两类环境效益，目前已经拥有与其正

向生态系统成效有关的最佳认知。由于修复性

水产养殖具有提供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潜在

效益，因此本文件对其碳吸收（carbon seques-

tration）和海洋酸化（ocean acidification）缓冲

效益也做了探讨（图5）。尽管如此，比起移

除营养物或提供栖息地，目前尚无太多文献对

修复性水产养殖的气候效益进行科学支持（图

6；Gentry et al., 2020）。

随着人类所掌握的信息逐渐增加，水产养殖的水质改善、提供栖息地以及适

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等环境效益，以及总体的效益类型都有望得到扩展和完善。尽

管水产养殖有可能提供这些效益，但也可能在这几个方面对生态系统带来负面影

响。下文将列举并探讨促成这些效益和/或影响的各种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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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本图源自Gentry等人（2020）的研究报告，即记录海水养殖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

有积极影响的研究占比（数字表示该研究分析中包含的与每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关的论

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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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

营养物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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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质

通过过滤水体与悬浮物质，以及促进营养物质循环，水产养殖具有改善近岸水质的潜力。特

别是双壳贝类和海藻通常能够改善各种尺度的近岸水域水质，因为这些物种能够通过组织和外壳

吸收来移除营养物质（包括氮、磷），然后营养物质又随水产品的收获被移出水体（Petersen et al., 

2019; Racine et al., 2021; Xiao et al., 2017）。养殖双壳贝类还可通过反硝化作用（denitrification）促

进更多的氮移除（Humphries et al., 2016；Ray and Fulweiler, 2021）。此外，双壳贝类通过过滤水

体中的有机质和颗粒物，使海水变得清澈。这些过程有助于减轻人为活动对水质造成的影响并降

低水体发生富营养化的可能性（Bricker, Rice and Bricker, 2014; Rose et al., 2014）。

水体富营养化依然是影响许多海岸带和淡水栖息地健康和生产力的主要问题。改善水质和透

明度，就能使局部水体得到改观，并有益于重要的蓝碳栖息地（如海草床）等自然栖息地。某些

物种也能通过营养交互作用（trophic interactions），在调节水质方面发挥作用。例如，在综合水产

养殖系统中，双壳贝类就被用于减少鱼类排泄物中的颗粒物，而植食性鱼类则能在控制可导致水

体藻华和缺氧问题的微藻和浮游植物方面发挥作用（Petersen et al., 201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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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水下的生物丰度

贻贝

3.6 X

牡蛎

1.7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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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

1.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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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栖息地

水产养殖设施和养殖的生物体能够提供三维结构的栖息地，从而使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受

益。养殖场具有同天然育幼场类似的功能，可为幼鱼和无脊椎动物提供庇护所（Costa-Pierce 

and Bridger, 2002；Barrett, Swearer and Dempster, 2019）。再者，养殖场内的养殖生物和附着的

污损生物群落（biofouling communities）还可以为它们提供食物（Kawai et al., 2021）。通过回

顾全球65篇研究文献，我们发现与附近对照位点相比，双壳贝类和海藻养殖场通常有着更高的

鱼类丰度和多样性（Theuerkauf et al., 2021）。

水产养殖对野生海洋物种生产力的影响有聚集（aggregation）和补充（recruitment）两种方

式，其种群提升效果有所不同；但有证据显示，水产养殖设施的存在确实可提高野生物种的产

量（Tallman and Forrester, 2007）。养殖设施的三维立体结构还能稳定软质海床，有助于减少海

床侵蚀并减轻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Zhu et al., 2020）。养殖生物繁殖的幼苗可“外溢”至野生

种群内；尽管这种效应可能引起显著的遗传多样性变化和/或为当地种群带来适应性影响，但有

证据显示，在适宜情况下，这种效应可为受损的种群提供有益的个体补充，或为修复工作增加

种群资源（Norrie et al., 2020）。此外，海藻养殖场可局部减轻海洋酸化和暖化，这种局部效应

也有助于提供有效的栖息地（如：庇护所；Xiao et al., 2021）。

贝类与海藻养殖场

修复性水产养殖设施为更多海洋生物提供

栖息地，超过相邻水域。例如，贻贝养殖

场内的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数量是临近水

域的3.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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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类型

水质

提供栖息地

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

潜在关键指标

• � 额外移除的氮、磷与悬浮物质量（千克）

• � 过滤的海水体积（升）

• � 额外减少沉积物中的有机质质量（千克）

• � 养殖场面积

• � 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丰度（相对量与总量）

• � 吸收的CO2和氮的质量（千克）（减缓气

候变化）

• � 海洋酸化程度的改变

© Kevin Arnold

表1. �在养殖场尺度上，可用于制定修复性水产养殖环境效益目标和监测计划的潜在关

键指标举例

野生海藻森林在碳循环和碳吸收（carbon  

sequestration）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Queirós 

et al., 2019）。因此，作为一种碳捕获（capture 

carbon）与吸收二氧化碳的方法，已有人提

议将海藻养殖用作一种减缓气候变化的策略

（如：Froehlich et al., 2019）。人工养殖海藻

的碳排放相对较少，并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

氧化碳。然而，海藻对碳吸收的贡献大小取

决于海藻生物质（seaweed biomass）的最终去

向，要么通过潜在输运（比如，断掉的海藻碎

片）被转运到深海并埋藏到沉积物中（Duarte 

et al., 2017），或被转运到海岸带的蓝碳生态

系统（Ortega et al., 2019），要么将海藻生物

质收获后，做成生物炭和生物燃料等终端产品

来提供碳效益（Jones et al., 2021）。尽管目前

与海藻养殖有关的气候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但通过养殖场的恰当选址，使养殖的海藻能够

与颗粒有机质的转运过程（向近岸和离岸海洋

沉积物中转运，从而被长期固定于沉积物中）

产生积极的相互作用，如此一来就可能提高海

藻养殖固碳作用的潜力。在近海环境中，碳的

去向更容易被追踪；在评估修复性水产养殖为

减缓气候变化提供的效益潜力时，应将碳的动

态纳入考量。

利用修复性水产养殖改善近海水质，最终

达到支持蓝碳生态系统保护或恢复的目的（即

遏止海草床、红树林和盐沼栖息地的丧失或

支持它们的恢复），这或许也是一种宝贵的减

缓气候变化的工具。在局域尺度上，海藻养殖

能够增加海水的文石饱和度（aragonite satura-

tion）（Mongin et al., 2016）、促进生物多样

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

性以及气候变化适应性（Xiao, et al., 2021），

藉此减轻海洋酸化的影响。

通过收获双壳贝类可以移除贝壳捕获的

碳，将双壳贝类养殖作为一种碳吸收策略已引

起人们的兴趣（Filgueira, Strohmeie and Strand, 

2019）。然而，一些研究显示，相比于贝壳

所吸收的碳，双壳贝类的呼吸作用和钙化作

用总体上会释放更多的二氧化碳（Ray et al., 

2018），使得海水向大气中释放更多的二氧

化碳（Han et al., 2017）。所以，尽管在某些

情形下，双壳贝类养殖可能带来短暂的减缓气

候变化的作用（Thomas et al., 2021），但是双

壳贝类似乎是海岸带二氧化碳的“净生产者”

（Munari, Rossetti and Mistri, 2013；Fodrie et 

al., 2017），因而它们直接贡献于碳吸收的潜

力目前还比较有限（Munari, Rossetti and Mistri, 

2013）。尽管如此，双壳贝类通过影响环境过

程依然能够增加碳吸收，比如提高海水透明

度，从而提升蓝碳生态系统的健康等。

环境效益指标举例

监测与制定目标，对衡量修复性水产养殖

产生怎样的环境效益极为重要。据不完全统

计，有许多适用于在养殖场尺度上衡量和追踪

环境成效的指标（表1）。随着修复性水产养

殖科学不断积累和发展，制定从小到大不同尺

度上的评价指标十分重要，这有助于养殖户和

政府开展修复性水产养殖，并建立地方、区域

或国家的目标和衡量成效的标准。

尽管修复性水产养殖能够提供这些效益，

但水产养殖也可能带来这些类别下的某些负面

影响，所以，不论这些潜在的关键指标涉及的

是正向效应还是负面效应，都应被纳入监测范

围。下一节将重点区分和深入讨论这些效益或

影响的驱动因素。



养殖环境、模式与养殖种类

修复性水产养殖可在海水、淡水或半
咸水环境中的许多养殖门类下实施。

本文件侧重讨论那些需要较少投喂（如

无需补充性投喂）和不投饵性养殖种类（ex-

tractive species）的水产养殖，尤其是双壳

贝类和海藻。尽管如此，文中讨论的许多效

益和驱动因素适用于整个水产养殖业的生产

实践。例如，以恢复红树林为目标之一的对

虾养殖可能是未来修复性水产养殖的一种选

择。

很重要的一点，尽管从词义上看，修复

性水产养殖会被解读为只适用于已退化的生

态系统，但我们的本意并非将此概念局限于

已显现出退化的水体。尽管在已退化的区域

实施修复性水产养殖预期能够产生更显著的

环境效益，但修复性养殖实践同样适用于非

退化区域，因为这些养殖方法有助于提升当

地环境的韧性与生产力。

修复性水产养殖所产生的环境效益是多

个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养殖密度

和规模、所用养殖设施类型、养殖管理实

践、养殖种类及当地环境条件。这些驱动因

素往往相互作用，它们的重要性可能会因特

定养殖地点的时间不同而不同，也会因不同

的养殖地点和地理位置而不同，这取决于各

因素对不同养殖种类的影响（图8）。

© Jeremy Bishop

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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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修复性水产养殖的驱动因素与促成因素（源自Theuerkauf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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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种类与养殖模式

养殖种类

随着支持修复性水产养殖的科学文献，尤

其是针对水体富营养化和栖息地退化的生态系

统的研究日益增多，大量文献已证实双壳贝类

和海藻是最具有修复性水产养殖潜力的种类。

至于其他有潜力提供直接生态效益的养殖种

类，虽然当前尚无太多科学文献的支持，但是

毫无疑问，它们对这一概念以及净环境效益的

提供也是有价值的。例如，海参、海绵、海

螺、鲍鱼及海鞘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也承担着重

要角色，在人工养殖时也有可能提供修复性效

益。此外，正如本文件“案例研究1”所佐证

的那样，养殖以微藻为食的不投饵性的滤食性

鱼类，能够减少藻华发生的可能性并提供水质

改善效益。

养殖模式

能产生修复性成效的水产养殖方式和模式

有很多。这些模式包括最基本的单物种养殖、

多物种混养和循环式养殖。例如，对海水养殖

产生的生物量的使用状况进行“从摇篮到大门

（即从养殖场到产品加工厂）”的生命周期评

估（cradle-to-gate assessment），有助于缓解水

体富营养化和气候影响，因为这些养殖生物能

够吸收水体中过量的磷，并将这种限制性营养

盐循环进行再生产，成为人类的食物（Thomas 

et al., 2021）。

能够提供环境效益的贝藻混养或共养模式

可被视为修复性水产养殖，因为这种模式具有

产生净正向成效的潜力。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

（Integrated Multi-trophic Aquaculture, IMTA）

通常是一种将投饵性养殖种类（如鱼类）与不

投饵性养殖种类（如藻类和贝类）进行混养的

养殖系统（Troell et al., 2009）。将不投饵性

养殖种类纳入IMTA系统的做法，更主要是作

为一种减轻鱼类养殖所产生的影响的方法，而

非为环境提供某种净正向效益。故此，尽管

IMTA在某些情况下比单独养殖鱼类更符合生

态需要，但如果仅是为了减少鱼类养殖的污染

物，那么它与修复性水产养殖的意图和定义是

不相符的。

影响的时间尺度

修复性水产养殖实践带来的环境效益可能

立竿见影，也可能需要长期的增量累积后才能

显现。这些效益如何累积，将取决于前述的

驱动因素（图7）。某些效益可即刻产生（例

如：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而有些则需要

时间来慢慢累积（例如：提供栖息地后所带来

的野生动物的种群补充和资源恢复）。在我们

对修复性水产养殖的定义中，通过将其提供的

某种成效表述为“潜力”，来说明总体或净正

向成效或许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取得。

从业者及其意向

修复性水产养殖将重点放在私营部门、个

人和社区开展的商业性或生计性水产养殖上。

这些活动往往需要政府监管机构发放许可证；

这些政府机构一般也负责制定更高层面上的水

产养殖政策、产业规划和区域管理。因此，若

将修复性水产养殖的概念融入政府监管政策，

则监管机构可以在促进修复性水产养殖中发挥

关键作用。

在修复性水产养殖的定义中，执行方的意

向性并不重要。不论养殖户或监管机构是否有

意实施修复性水产养殖，他们可能已经建设

或促成了一个养殖场或养殖业产生了修复性成

效。修复性水产养殖的重点在于养殖场为环境

带来的效应，而非养殖场设计背后所包含的意

图如何。

修复性效益的大小范围

普遍认为，修复性水产养殖可提供的效益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难一概而论。无论从

绝对数值还是对生态系统恢复的影响上来看，

一些养殖场可能会比另一些养殖场提供更多的

修复性效益。例如，同一水域内两个条件状况

相同的双壳贝类养殖场，相较于产量小的养殖

场，产量更高的养殖场由于移除了相对更多的

氮，可能产生更多的修复性效益。与此类似，

对于两个其他条件相同的养殖场，位于人为造

成严重富营养化水域的养殖场有可能比非/弱富

营养化水域的养殖场取得更大的修复性效益。

但在原则上，养殖场只要能产生直接的生态效

益，并有潜力为水体带来净正向环境成效，都

可被视为是具有修复性效益的养殖场。

判断水产养殖对当地究竟有何积极和负面

影响，以及由此生成的净正向环境成效是什

么，主要取决于当地环境条件，当然还有利益

相关方在相关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包括：水产

养殖能为当地生态系统带来什么价值，哪些成

效能够实现，哪些成效无法实现？随着越来越

多的地方和区域想从再生食物生产实践中获得

效益，关于不同方法之间的共同效益以及可能

做的取舍仍需更多的讨论。这些讨论有必要将

本文件中没有提及的众多当地影响纳入考量，

比如：养殖户们要如何实践才能从整体上带来

环境效益，或者他们需要哪些支持才能既不损

失收入、又能增加修复性养殖活动的环境效益

或使其最大化，包括是否有必要使用公共资金

对获得的环境成效给予补贴。

如前已探讨过，有证据显示，水产养殖可

以在水质、栖息地和气候这三个方面提供修复

性效益（参看“修复性水产养殖的环境效益”

一节）。然而，对于被视为修复性的水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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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无需在这三类效益上都达到“最优化”或

“最大化”。养殖场产生的效益会大小不一，

某个养殖场可能同时提供三类效益但程度都不

大，而另一个养殖场则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产

生其中一类效益。

鉴于当地环境条件和需优先解决的环境问

题，优先考虑一种修复性效益可能更重要。例

如，在某个富营养化严重的水体中，水质改

善可能是资源管理者和社区的首要目标。该地

的修复性水产养殖首先需要满足移除水体营养

物的需求，即：选择不“优化”所有类型的效

益，而是专注于在水质上发挥净正向效益。

权衡效益与影响

所有人类活动都会对自然系统产生积极和/

或消极的影响。尽管修复性水产养殖会改善某

些受人类活动影响区域的环境，但也可预见它

可能会在其他方面带来负面影响。虽然双壳贝

类和海藻养殖可提供正向生态效应，但与其关

联的一些潜在负面效应可能包括：因养殖设施

对光照的遮蔽、养殖活动的扰动而影响沉水性

水生植物，引入外来入侵物种而对野生种群造

成遗传结构影响，塑料污染，以及/或者超出

水体的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而对自然栖

息地和物种造成的累积影响等（FAO, 2010；

Ferreira et al., 2008；Byron et al., 2011）。这些

负面影响可能在提供水体过滤、栖息地或气候

效益的养殖场内同时发生。尽管很难去横向比

较养殖场的这些环境效应，但应能采取措施来

尽可能地减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完全避免这

些负面影响。

修复性水产养殖必须提供直接的生态效

益，并具有为生态系统提供净效益的潜力。从

逻辑上讲，养殖户需要尽力避免、消除或减轻

其养殖活动可能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比如随

养殖设施、养殖作业和收获而产生的负面影

响。尽管下文的“原则”和“路线图”描述了

这一概念，并就应避免的影响和修复性水产养

殖的效益提供了大方向，但在实践层面，修复

性水产养殖可能产生的效益和影响必须结合当

地情况进行仔细考量。

政府和管理部门应将修复性水产养殖视为

水产养殖规划和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现

行的水产养殖环境管理框架主要聚焦于减少负

面影响和管理环境风险，如果将这套管理框架

的定位提升为融合与促进环境净效益，则不仅

能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而且有助于水

生环境健康的改善（参看下文“修复性水产养

殖的政策与管理考量”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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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性水产养殖
全球通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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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确定的原则反映了影响水产养殖的多重因素，养殖能否提供修复
性环境效益主要取决于这些驱动因素，包括：养殖密度和规模、养殖设施、
养殖场管理实践、养殖种类以及当地环境条件。

为支持修复性水产养殖高效、持续运营，需要在其定义、驱动因素（图8）及其

对环境有益的修复性实践方面进行引导。随着人们对再生食物系统和修复性水产养殖

关注度的提升，风险也伴随而来，即：日益增加的需求可能导致人们对这一术语及其

意图的误用。详述修复性水产养殖原则，可以为预期目标设定参数并支持各方达成共

识，有助于产业、政府和公众以此为基准对修复性水产养殖实践的进展进行衡量。

原则1：在能够产生环境效益的地点布设养殖场

养殖场的选址对其能否产生净环境效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野生鱼类

资源面临栖息地受限的水域内布设养殖场，可能比在未遭受自然栖息地限制的水域内

布设养殖场具有更大的环境价值。与此类似，相比于在没有营养物污染的水域内布设

的养殖场，一个位于水体富营养化水域内且养殖不投饵性种类的养殖场，可能会产

生更多的水质改善效益。因此为了增加修复性水产养殖产生人们期望的环境成效的机

会，应尽量把养殖场设在能够产生所需效益的区域。

可能有人将修复性水产养殖解读为只适用于已退化生态系统的补救与修复，但它

其实也适用于未退化区域，这种做法本身能够提升当地环境的韧性或生产力。养殖场

的选址应避免对自然栖息地带来重大和/或持续的负面影响。

每项原则都蕴含着一种内在期许，即水产养殖的负面影响必须尽可能被最小化或

减缓。虽然修复性水产养殖可为当地或区域环境提供显著效益，但其产生负面影响

的风险依然存在。若环境效益的提供是以影响自然栖息地、物种、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以及这些维系社区文化及其经济发展的机遇为代价，则取得改善效果或净正向成

效就无从谈起。主要例子包括养殖场选址不当，或者选养那些给周边生态系统和野生

种群带来生物安全或遗传风险的非本土或外来入侵物种。

此外，由于修复性水产养殖常与食物生产联系在一起，在发生水体污染的区域，

养殖那些供食用的水产品时，必须采取必要的食品安全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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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2：养殖可提供预期环境效益的种类

养殖种类是影响修复性水产养殖产生哪类环境效益的重要驱动因素。尽管不

同的养殖种类可能担当着相类似的生态角色，但它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生长、

滤水、循环和营养物吸收速率（比如不投饵性养殖种类）。此外，虽然水产养

殖场可为当地的水生生物提供栖息地，但种类（species group）、对栖息地的偏

好、形态、生活史和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栖息地效益的性质和规模。

尽管可提供最大修复性效益的养殖种类一般为本土物种，但人们也认识

到，当地的社会-环境价值以及水体自身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所需的环境

效益，而外来物种在提供这些效益方面也同样可能发挥作用。若要养殖外来物

种，那么这些养殖物种应该是当地水体中已存在的物种（即归化种，naturalized 

species）。此外，选养三倍体生物可能是确保不向自然界引入新种或新种群的一

种适当的缓解措施。此外，生物安全措施也极为重要，可确保养殖活动不会将

病害或“搭便车”生物引入水体。

原则3：优先选用可提升环境效益的养殖设施 

养殖方法（包括设备和支撑结构）可增加野生鱼类和其他生物的索饵、繁育

和庇护场所。例如，养殖双壳贝类能够创建补充性构筑物、模拟自然双壳贝类

栖息地，并促进野生苗种的补充。包括网箱或其他网状物在内的养殖设施不仅

能保护幼鱼免遭捕食，而且还能增加养殖场周边的物种丰度。悬浮式养殖，比

如延绳式海藻养殖或贻贝养殖，可形成一个遮蔽区供野生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栖

息。应避免使用容易给野生动物造成伤害的养殖设施，比如特别容易缠绕野生

动物的器具。此外，由于聚苯乙烯泡沫等不适宜的塑料制品在水体内会降解，

并对水生环境造成有害影响，因此应避免使用这类塑料制造的养殖设施。

原则4：采用可提升当地环境效益的养殖管理实践

养殖场对设施安装、养殖系统运行与维护、收获后的设施移除等活动的管

理，影响着养殖场为周围生态系统提供效益的能力。建场、投放苗种与收获、

设施维护的时机以及场地布局，均影响着养殖场产生净效益或负面影响的能

力。已知的损害水质和/或栖息地的做法包括使用化学品或药品，经常侵扰沉水

性水生植物或其他栖息地，以及维护不当造成养殖设施解体等。

原则5：养殖中尽可能采用能够提升生态系统成效的密度或规模

为了给生态系统带来净效益，理想情况下，修复性水产养殖的养殖密度和规

模应考虑水体自身的需求和限度，同时避免产生季节性或累积性负面效应。这

就需要开发一套能够平衡养殖规模的方法，使养殖的规模能够在水体的承载力

内产生期望的效益。这需要考虑水体滞留时间、当前营养水平与负荷率、底栖

生物组成，以及生态系统内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动态关系等因素。当通过水体

过滤或营养物吸收，生态系统功能和栖息地恢复达到一定效果时，可能就需要

适时调整养殖密度和规模。若不投饵性种类的养殖规模超出水体的承载力，则

可能对水质和生态系统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应该避免出现此类情况。

原则6：认可养殖所提供的环境效益的社会经济价值

前五项原则侧重于指导养殖经营活动在当地环境条件下取得修复性成效，且

其效果容易受到养殖活动的影响。除这五项原则外，还应考虑到与修复性水产

养殖相关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机遇。为了经营者个人或集体的利益，修复性水

产养殖应该是可操作实施的以及经济可行的。同时，它还应该为社区带来一定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包括提供生计机会。商业性水产养殖常常受限于社会关注

的问题以及对空间和资源的竞争。若出现这些情况，就应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

法规来支持水产养殖发挥环境效益。基于市场的机制也可促进修复性水产养殖

实践产生社会经济成效，比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益者付费机制，这些机制可

以成为支持修复性水产养殖与成效推广应用的重要手段。让更多人了解修复性

水产养殖的潜在效应，也可以促进对该产业进行更多具有影响力的投资，从而

扶持养殖户克服技术或经营障碍，使修复性养殖实践的应用规模再上一个新台

阶。

以上各项原则对不同类型的潜在修复性效益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下表概括

了每种驱动因素对三种环境效益的相对影响力（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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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修复性水产养殖各项原则

对不同环境效益的预估相

对影响

修复性水产养殖的环境效益

选址与环境条件

养殖种类

养殖设施

养殖场管理实践

养殖密度与规模

社会经济因素*

较高

较高

较低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中等

较高

中等

较高

较高

较低

中等

较高

较高

水质        提供栖息地      气候减缓

*在本表中，社会经济因素指当前引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益者付费机制的潜力。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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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修复性水产养殖
实现环境目标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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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一处养殖场能否为相关生态系统带来

净效益，是一个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的繁复过

程。本文件中的路线图提供了一种工具，用于

确定养殖活动是否有可能产生具体效益并被视

为具有修复性。这些工具可被应用于各种规模

的养殖活动，对小到一个养殖场、大到海区与

生态区规模的养殖活动都适用。

这些路线图不仅能为养殖户、海岸带管理

者和其他潜在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一种工具，帮

助其确定具体养殖活动产生环境效益的可能

性，也能让人们了解在哪些方面可能需要进一

步研究，以便能科学地阐述和量化效益。

因为一个修复性水产养殖场可能无法提供

所有类型的效益，所以本文件中描述的每一项

环境效益类型都有一个对应的路线图。另外，

一些地方的资源管理者可能对水体、沉积物和

/或生物系统制定了环境目标，这些目标可能

与一种或一类效益类型有关。在本文件中，我

们分别概述了水质、栖息地、碳吸收和海洋酸

化缓解四类环境效益的路线图。不过，我们并

未详尽地涵盖每个路线图内所有问题，以及修

复性水产养殖所能获得的所有环境效益类型；

随着科学研究的持续深入，我们可以完善现有

路线图内的问题，或补充其他环境效益类型并

制定其路线图，比如生物多样性、沉积物或底

质健康等。

此外，路线图是针对人们所寻求的环境效

益而制定，并且只用于识别特定环境效益类型

的主要负面和积极影响。例如，水质路线图中

设计的问题仅限于对水质的影响和效益，并不

涉及影响或者提供栖息地相关的问题和因素。

尽管如此，为确保养殖活动具有给水体带来

净环境效益的潜力，所有养殖活动应尽可能避

免、消除或缓解可能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无

论这些影响与水质、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等是

否有关。

每个路线图都包含一系列答案为“是”或

“否”的问题，以便根据回答，引导使用者了

解养殖场发挥修复性效益的可能性。使用者应

从路线图顶部的问题开始，按流程依次回答，

直到路线图将其导引到最终结果，即：“不可

能有修复性效益”、“可能有修复性效益/需要

更多研究”或“很可能有修复性效益”。下文

也对路线图中的每个问题做出进一步解释，并

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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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高质量的养殖设施：指养殖生产中使用的养殖构筑物、设备及其他材料能够经受住正常的磨损，而不易发生断

裂、解体或向水体中释放化学物质或颗粒物。养殖场应避免使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或质量低劣的塑料制品。

养殖场地有适宜的水体交换条件：指需要考虑水体的水流条件。考虑水体交换条件是十分有必要的，以免养殖活

动造成过量的泥沙淤积或营养物负荷，从而导致负面环境影响。

生产规模与密度不超过水体的承载力：在水体中开展养殖活动的地理范围，以及养殖场内的养殖密度，都不应该

以超过水体承载力的速率排放营养物。一般来说，双壳贝类或海藻养殖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如果养殖规模过

主要参考文献
ANZECC & ARMCANZ 2000,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Guidelines for Fresh and Marine Water Quality,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Council and Agricultur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Council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anberra. Available at https://www.waterquality.
gov.au/anz-guidelines/resources/previous-guidelines/anzecc-armcanz-2000 

Bricker, S.B., C.G. Clement, D.E. Pirhalla, S.P. Orlando, and D.R.G. Farrow. 1999. National Estuarine Eutrophication Assessment: Effects of Nutrient Enrichment 
in the Nation’s Estuaries. NOAA, National Ocean Service, Special Projects Office, and the National Centers for Coastal Ocean Science. Silver Spring, MD: 71 
pp. Available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8278616_National_estuarine_eutrophication_assessment_effects_of_nutrient_enrichment_
in_the_nation’’s_estua/citation/download 

Clements, J.C. & Comeau, L.A. 2019. Nitrogen removal potential of shellfish aquaculture harvests in eastern Canada: A comparison of culture methods. 
Aquaculture Reports, 13(100183). Available at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352513418301327 

Xiao, X. et al. 2017. Nutrient removal from Chinese coastal waters by large-scale seaweed aquaculture. Scientific Reports, 7(46613). doi: 10.1038/
srep46613. Available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6321650_Nutrient_removal_from_Chinese_coastal_waters_by_large-scale_seaweed_
aquaculture/ link/590a3bbea6fdcc49617764a7/download

大，该问题也会发生。此外，还应考虑到水体中的营养物被过度利用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寡营养环境中。

采用负责任的养殖管理方法：应定期监测养殖位点和养殖对象健康状况，并按照更好的养殖管理方法清洗、修补和

更换养殖构筑物、设备和设施。养殖场不应将化学品或其他投入品以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剂量或频次投

入水体中。

池塘系统：在池塘内开展水产养殖，有可能提供、也有可能不提供水质修复性效益，因为池塘养殖系统内的生物依

赖于池塘的生产力（例如减少的饵料投喂量），并且池塘系统通常不与自然生态系统相连通。但是，也有一些池塘

养殖不投饵性种类，并发挥着有效的滤水功能。池塘系统能否发挥滤水功能可能取决于池塘本身——如果这些养殖

池塘是对环境和社区有着重要意义的大型水体，并且/或者在一些情况下，池塘内的水体被人工排放（泵出）至邻

近的自然水体中，那么池塘养殖有可能为更大范围的周边生态系统提供修复性效益。

水体需要改善水质或从改善中受益：如果通过养殖海藻和双壳贝类而使水体的韧性得以改善或增强，则说明水体从

不投饵性种类的养殖中受益。若水质未能改善，以及/或者水体的韧性或生产力不能得到提高，那么这些生物的养

殖将不可被视为具有水质修复性效益。

一个标准化的国家或国际框架能够帮助评估人为的氮磷负荷所引起的水体富营养化程度。例如，美国国家河口富

营养化评估（US National Estuarine Eutrophication Assessment）包括了两方面，分别是初级症候（primary 

symptoms）（水体透明度下降、藻类优势种改变、有机质分解增加）和次生症候（secondary symptoms）

（沉水性水生植物消失、有害藻华爆发、低溶解氧水平）。

不投饵性养殖种类（如双壳贝类、海藻）的生产：不投饵性养殖种类的生产在提供环境效益上有着相对较高的可能

性，尤其是为养殖水体带来水质改善的效益。当前的研究表明，贻贝、牡蛎和海藻养殖，都能为水质改善提供最大

效益。

生产规模与密度足以为水体提供效益：尽管单个的养殖场能够提供部分效益和累积性效益，但理想情况下，总体的

生产规模和密度应当处在能够为水体带来所期望的效益的水平。这需要对养殖种类提供所期望的水质改善服务的潜

力，以及水体需要多大程度的改善有全面了解。这些贡献极有可能与更大范围的修复行动相配合，并作为系统性修

复方案的一部分。

 

水质效益路线图
此处的养殖经营能够改善水质吗？

是否使用了高质量的养殖设施？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养殖场是否有适宜的水交换条件？

养殖规模/密度是否在水体的
承载力范围内？

是否采用负责任的设施维护和养
殖对象健康管理方法（化学品、
生物安全）？

是否在池塘内养殖双壳贝类？

水体是否需要或受益于水质改善？

  是否养殖不投饵性养殖种类
（如蛤蜊、牡蛎、贻贝、海藻）？

养殖规模/密度是否足以
产生水质效益？

不可能是修复性的 需要更多研究
可能是修复性的

修复性实践 修复性成效

很可能是修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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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效益路线图
此处的养殖经营能够改善栖息地与增加鱼类资源吗？

主要参考文献
Barrett, L. T., Swearer, S. E., Dempster, T. 2019. Impacts of marine and freshwater aquaculture on wildlife: a global meta-analysis, Reviews in Aquaculture, 11(4), pp. 
1022–1044. doi: 10.1111/raq.12277.

Costa-Pierce B.A. Bridger, C.J. 2002. The role of marine aquaculture facilities as habitats and ecosystems. In Stickney, R. McVey, J. (eds). Responsible Marine Aquaculture. 
CABI Publishing Co. Wallingford, UK

Gentry R.R., Alleway H.K., Bishop M.J., Gillies C.L., Waters T., Jones R. 2020.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for marine aquaculture to contribute to ecosystem services. Reviews 
in Aquaculture, 12(2): 499– 512. Available at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raq.12328 

Price C.S., Keane E., Morin D., Vaccaro C., Bean D., Morris, Jr. J.A. 2017. Protected species and marine aquaculture interactions. NOAA Technical Memorandum NOS 
NCCOS 211. Beaufort, NC. 85 pp.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7289/V5/TM-NOS-NCCOS-211

Theuerkauf S.J, Barrett L.T., Alleway H.K., Costa-Pierce B.A., St. Gelais A., Jones R.C. 2021. Habitat value of bivalve shellfish and seaweed aquaculture for fish and 
invertebrates: Pathways, synthesis and next steps. Reviews in Aquaculture (p.1-19).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11/raq.12584 

Turner J.S., Kellogg M.L., Massey G.M., Friedrichs C.T. 2019. Minimal effects of oyster aquaculture on local water quality: Examples from southern Chesapeake Bay. PLoS 
ONE 14(11): e0224768. Available at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837484/

注 释

现存栖息地：这里指为搭建或运行养殖场而清除或损害现存的敏感或受威胁的栖息地。这包括将养殖构筑物或养

殖设施直接布设在敏感或受威胁的栖息地上。若因养殖场选址不当而造成栖息地的功能性丧失，从而产生广泛或

持续的影响，则意味着养殖设施不大可能为生态系统带来净效益。

动物缠绕：尽管水产养殖能够提高物种丰度和多样性，但也必须采用更好的管理实践，以尽可能减少那些可能被

养殖设施吸引而来的水生哺乳动物、鸟类以及其他动物被缠绕的风险。虽然当前还没有海洋哺乳动物在海藻养殖

场内遭遇缠绕的报道，也不清楚哺乳动物是否会避开养殖活动或是被养殖活动所吸引，但养殖场内的所有绳子都

必须被拉紧，且养殖场在布局方式上应特别考虑降低动物缠绕的风险。此外，因动物缠绕属于低概率但影响大的

事件，养殖场应持续对其他养殖场设计方案（如采用一些抗断强度略低的绳子）和监控装置（如传感器）进行测

试，并将其纳入使用。

外来入侵物种：若养殖物种是入侵物种，则极有可能通过与野生的本土物种发生竞争而对周围生态系统带来负面

影响，进一步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不过，若管理措施得当，水体中已存在的

归化种也可能发挥修复性效益。

养殖生物的来源：养殖经营应确保养殖生物种群不会造成重要的野生种群枯竭，从而确保水产养殖具有产生净效

益的潜力。所用种苗不应从已被过度捕捞或正遭受过度捕捞的野生资源中采集，即便这些野生资源未被列入某个

重建计划或管理计划的限定范围内，也不得被采集用做水产种苗。

养殖活动的环境足迹与密度：虽然单个养殖场或许不能为栖息地带来显著的效益或影响，但一个区域内的多个养

殖场（包括养殖区、进出潮间带的交通运输等）的累积效应可能会对生态系统功能产生影响。一个区域内高密度

或者大面积经营的养殖场和养殖产业既能够提供显著效益，也可能以负面方式改变一个栖息地的动态格局。为

此，可能需要在养殖场层面或特定产业范围内开展更多研究，以确定积极或负面的累积影响的潜在阈值。

野生种群需要维持：只有野生鱼类或无脊椎动物需要在特定区域内的栖息地支持、重建或韧性提升时，养殖才可

能发挥修复作用。水产养殖能够为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提供躲避大型捕食者的庇护所、产卵场及饵料。

持续的栖息地效益：水产养殖存在的持续时间和连贯性，影响了养殖经营能否满足野生种群在其生活史关键阶段

的需求，从而决定了其持续提供栖息地效益的能力。通过定期收获或持续放养就能提供长期效益，尽可能减少对

野生鱼类或无脊椎动物的影响。例如，美国西海岸的牡蛎养殖管理规定就要求在饵料鱼产卵繁殖期间，禁止移除

水体中的养殖设施，以确保养殖设施为鱼类繁殖带来益处而非负面影响。

足以产生恢复效果的养殖规模：尽管单个养殖场能够提供部分效益和累积性效益，但水产养殖的总体生产规模应达到

一定水平，以便尽可能地为野生鱼类种群提供足够的庇护空间或增加饵料供应，从而有助于鱼类种群恢复。这需要全面

了解养殖种类提供所需栖息地服务的潜力，以及水体需要在栖息地功能上有多大的改善。这些效果极有可能与更广泛的

修复行动相配合而成为系统性修复方案中的一环。

是否清除了现存的栖息地或将
养殖设施锚定在栖息地上？

否是

不可能是修复性的

否是

否是

否是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养殖场布设或养殖活动是否
带来动物被缠绕的风险？

养殖经营是否依赖于濒危资源
或物种的野生幼体或苗种？

是否养殖外来入侵物种？

养殖经营是否以环境足迹大或
高密度的方式在开展？

野生鱼类或无脊椎动物是否需要
周围环境提供额外的栖息地？

养殖周期与收获方法是否允许养殖场
在全年或鱼类生活史关键阶段为鱼类
资源持续提供栖息地效益？

养殖规模是否足以为鱼
类提供庇护和/或供应
饵料，从而促进鱼类资
源恢复？

需要更多研究
可能是修复性的

修复性实践 修复性成效

很可能是修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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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效益路线图（暂定版）

修复性水产养殖具有产生多种减缓气候变

化的潜力。尽管在已发表的科学文献中，海藻

和贝类养殖的水质和栖息地效益（也许可被视

为气候适应）获得了相对较多的科学研究支

持，但这些养殖类型的减缓气候变化效益目前

仍缺乏足够的科学支持。

目前，大量的科学研究正在研究海藻养殖

为养殖场下方的沉积物与临近的海洋生态系统

（如海草床）所贡献的固碳潜力。同时，已有

初步的研究显示，海藻养殖可以局部缓冲海水

暖化和海洋酸化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为周边的

双壳贝类、珊瑚等钙化生物带来潜在益处。

由于当下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正呈现出高

度动态的发展态势，因此我们在下文中呈现的

“减缓气候变化效益路线图”仅为暂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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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效益路线图
此处的养殖经营能够带来碳汇效益吗？

注 释

养殖种类：就本文件的目的而言，海藻被视为当前唯一能提供碳汇效益的养殖种类。尽管双壳贝类外壳中所含的

碳酸钙可以成为一种碳汇，但双壳贝类的钙化过程也会排放二氧化碳，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能带来碳汇的净

效益（Gentry et al., 2020）。尽管如此，不同的不投饵性养殖种类在改善水质或水体透明度方面的效益却是生态

系统水平的，可能有利于提升海草床及其他蓝碳生态系统的分布面积和丰度，进而促进这些蓝碳生态系统提供额

外的碳汇效益。

对蓝碳生态系统的影响：蓝碳生态系统指能够吸收与储存碳的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例如海草床、红树林。养

主要参考文献
Duarte C.M., Wu J., Xiao X., Bruhn A., Krause-Jensen D. 2017. Can Seaweed Farming Play a Role i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4:100. Available at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mars.2017.00100/full 

Gentry R.R.,  Alleway H.K.,  Bishop M.J.,  Gillies C.L.,  Waters T.,  Jones R.  2020.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for marine aquaculture to contribute to ecosystem 
services. Reviews in Aquaculture, 12(2): 499– 512. Available at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raq.12328 

Krause-Jensen D, Lavery P, Serrano O, Marba` N, Masque P, Duarte CM. 2018 Sequestration of macroalgal carbon: The elephant in the Blue Carbon room. 
Biology Letters, 14: 20180236.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1098/rsbl.2018.0236 

Ortega A., Geraldi, N.R., Duarte, C.M. 2020. Environmental DNA identifies marine macrophyte contributions to Blue Carbon sediments. Liminology and 
Oceanography, 65(12). Available at https://aslopub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lno.11579#lno11579-bib-0019

殖场建造或养殖活动应避免对这些天然分布的蓝碳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

温室气体排放：应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海藻养殖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虽然海藻生产可能提供碳汇效益，但养

殖场建造和养殖活动也可能排放温室气体；这包括用于养殖场建造、日常维护、养殖、收获、加工及运输的机器

与设备。

选址与海洋条件：当海藻的断残叶脱落并被输送到深海环境或养殖场底部，进而被有效封存于沉积物中时，海藻

养殖的碳汇效益才得以实现。为创造这种效益，海藻养殖必须在海洋条件适宜于将断残叶输送到海底并转变成沉

积物的地方进行，从而将二氧化碳从海洋环流中移除。

蓝碳生态系统：在天然的蓝碳生态系统附近，修复性水产养殖的效益可能相对微不足道，甚至可能给生态系统带

来负面影响。尽管如此，最近一篇研究论文（Ortega et al., 2020）显示，蓝碳生态系统中海洋大型植物（mac-

rophyte）环境DNA（eDNA）总量的33%来源于大型海藻。要确定区域内养殖海藻能否产生净效益，还需要开

展更多研究。

有意为之的碳汇（主动进行碳吸收）：除海藻养殖的潜在碳汇效益外，收获的海藻也有潜力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

献，具体做法是：主动地将收获的海藻沉入到那些能把碳从海洋碳循环中移除的海洋深处（注：这可能会有重大

的负面环境后果，结果尚待评估），或者将海藻加工为生物刺激素（biostimulant）或生物炭（biochar），可

被用于增强土壤的碳汇量。收获的生物质（海藻）也有潜力被用于替代碳排放，比如用生物高分子聚合物（bio-

polymers）代替化石燃料的聚合物。

碳吸收与碳足迹的平衡：尽管海藻养殖能够吸收碳，但要产生净效益，吸收的碳量必须超过养殖过程所产生的碳

足迹。

蓝碳生态系统（海草床或红树
林）是否因养殖活动而遭到损
毁或破坏？

否 是

不可能是修复性的
需要更多研究
可能是修复性的

很可能是修复性的

否是

否 是

否是

是

是

是否

否

否

是养殖海藻吗？

暂定版

是否已采取措施来尽可能降低
养殖经营的碳足迹？

海藻养殖场的位置是否靠近蓝碳
生态系统（海草床或红树林）？

养殖场是否位于那些易于海藻断残片
段沉底并被埋藏至沉积物的地方？

是否有意将海藻封存起来（如：埋
藏、制成生物碳或生物刺激素）？

固定的碳是否可能超过养殖经营和
产品运输排放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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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养殖种类：海藻被视为目前唯一能够提供海洋酸化局部缓冲效益的养殖种类。

文石饱和度：当水体的文石饱和度低于3，钙化生物（calcifying organisms）就会受到胁迫。如果水体的文石饱

和度低于1，生物的文石骨架（包括双壳贝类的外壳）就开始溶解。若水体的文石饱和度正在降低，修复性海藻养

殖也许是一种能够提供海洋酸化局部缓冲效益的良好备选方案。

存在钙化生物：若水体中生长着钙化生物（比如双壳贝类、珊瑚），并且这些生物需要且因海藻养殖的存在能够

改善其钙化作用，那么修复性海藻养殖的效益将是最显著的。

主要参考文献
Peabody B., David J., Alin S., Bednarsek N., Chadsey M., Feely R. et al. 2021. Summary of findings: Investigating seaweed cultivation as a strategy for 
mitigation ocean acidification in Hood Canal, WA. Puget Sound Restoration Fund. Available at https://restorationfund.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
PAFF-Summary-of-Findings.pdf 

Stewart-Sinclair P.J., Last K.S., Payne B.L., Wilding T.A. 2020.0A global assessment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shellfish aquaculture to climate change and ocean 
acidification. Ecology and Evolution, 10::3518–3534.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02/ece3.6149 

Xiao X., Agusti S., Yu Y., Huang Y., Chen W., Hu J., Li C., et al 2021. Seaweed farms provide refugia from ocean acidification.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776:145192. Available at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48969721002588?via%3Dihub

海藻养殖的规模、密度与位置：养殖生产必须达到一定规模和密度，才能为钙化生物带来期望的效益。此外，养

殖场的位置与钙化生物之间的距离需要足够近，才能使钙化生物从这一局部效益中受益。这就需要全面了解所养

殖的海藻种类所能提供缓冲效益的潜力，以及当地海域需要缓解海洋酸化影响的程度。
海洋酸化缓冲路线图
此处的养殖经营能够带来缓冲海洋酸化的效益吗？

否

是

不可能是修复性的
需要更多研究
可能是修复性的

很可能是修复性的

是否养殖海藻？

暂定版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水体是否遭受文石饱和度降
低（海洋酸化）的影响？

水体中是否有生物（如双壳
贝类、珊瑚）受到海洋酸化
的负面影响？

养殖的规模、密度和位置
是否适合为受影响的生物
体提供缓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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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性水产养殖的政策
与管理考量

© Ayla Fox

水产养殖系统既是社会系统也是生态系统

（Johnson et al., 2019），因此社会经济因素在

决定国家是否涉足水产养殖及其生产规模方面

起着重要的作用（Gentry, Ruff and Lester, 2019; 

Ruff, Gentry and Lester, 2020）。为支持水产养殖

的可持续发展，当下已经建立了许多分析方法

和政策方案；这些方案也可以成为促进修复性

水产养殖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包括：社会、经

济和生态综合分析（Johnson et al., 2019）、水产

养殖成效预测方法（Couture et al., 2021），以及

将人纳入决策过程以实现公平的水产养殖结果

的循证分析框架（Krause et al., 2015）。最近，

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High-Level Panel 

for a Sustainable Ocean Economy）也在探讨如

何确保海产品有一个可持续和繁荣的未来。这

项工作着力强调，尽管一些干预措施能够带来

双赢的结果，但许多解决方案或政策干预其

实都需要权衡利弊，其性质将根据各国的需

求及各司法管辖区面临的制约因素而有所不同

（Costello, Cao and Gelcich, 2019）。

然而，在这些区域和当地考量之上，还有

一些共同的难题需要解决。高级别小组描述了

海水养殖可采取行动的三个关键机遇。当“海

水养殖”泛指淡水（和海水）养殖，并且与修

复性水产养殖紧密相关时，这三个行动机遇

仍然合理有效。水产养殖门类或特定养殖种类

的养殖要求也能带来某些机遇，即将修复性水

产养殖纳入更广泛的养殖经营模式中。例如，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水产养殖业的有效发展正遭

受着某些阻碍，而这些障碍为发展修复性水产

养殖带来了重要机遇，比如限制海藻养殖的障

碍，包括亚洲以外地区海藻养殖业的碎片化发

展以及阻碍在不同环境中试养的复杂的监管要

求（Lloyd, s Register Foundation, 2020；Cai et 

al., 2021）。

本报告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旨在为产业、

政府和公众提供一种方法，以便基于当地具体

情况，就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措施来确保在其

管辖范围内实施修复性水产养殖展开更为详细

的讨论。得益于高级别小组的建议，我们建议

制定多种方法，以支持水产养殖经营者从修复

性水产养殖中获得额外收益。消除监管障碍、

解决对水产养殖活动的认知问题及市场失灵问

题，将有助于修复性水产养殖从业者在取得更

多的经济回报的同时，在更大范围内取得正向

环境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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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以下提供了三个修复性水产养殖实践的案

例研究。我们意在用这些实例来展示如何运用

路线图，来判断水产养殖业或养殖经营活动提

供修复性效益的可能性。这些案例探讨了具体

的养殖实践如何才能被视为具有修复性或不具

有修复性。第一个案例通过研究滤食性鲤科鱼

类对中国湖泊水质的影响，探索了路线图在全

球最大水产养殖国淡水环境中的应用。在第二

个案例中，通过探究牡蛎养殖对美国切萨皮克

湾水质改善的贡献，我们研究了从管控区或生

态系统尺度上的共同目标出发，如何看待养殖

场规模的实践方法。在第三个案例中，我们反

思了伯利兹新兴的海藻养殖业，以及海藻养殖

场的栖息地效益如何塑造养殖场和行业的路径

选择，以促进产业持续增长与发展。选择这些

案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修复性水产养殖在一

系列水产养殖门类、养殖环境和养殖种类中的

应用潜力。在养殖业规模（大或小）、发展轨

迹（发展成熟、正经历重要时期或相对刚起

步）及其所处的地域和生态系统等方面，这些

案例也都各有代表性。

© Randy Olson

制定支持修复性水产养殖的政策

1.  消除管理政策框架内的不确定性与障碍：

• 培育重视和优先应对水质污染、栖息地退化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

• 将水产养殖潜在的生态贡献纳入国家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和管理流程中。

•  建立高效或精简的管理政策机制，以更好地促进修复性水产养殖（如：精简修复性实践的评

估和许可、承认颁发给修复性水产养殖户的准许/许可期限）。

•  开发空间规划工具，以识别在区域或地方尺度上实现最大修复性成效的养殖区域和方法，包

括促进水产养殖发展的空间规划与区划，以及养殖资源的公平使用。

• 为管理机构提供充足资金，以便有效监测、管理与评估风险和效益。

2.  推动对水产养殖和新兴的修复性水产养殖技术与实践的认知：

•  激励和扶持原住民延续或重振传统的水产养殖实践，并且/或者从事新兴水产养殖活动以及参

与的兴趣，包括从事更宽泛目的的水产养殖活动（如：弘扬传统文化、维持生计、资源型就

业、接洽产品出口市场、水生园艺）。

•   促进一系列利益相关方就修复性水产养殖对人与自然的更广泛价值进行明确、有效的沟通，

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环保NGO、政府生态保护部门等。

•   编制和采用协调一致的文宣资料，对修复性水产养殖及其经营活动的环境效益进行准确介

绍，使修复性水产养殖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可。

•  发展专门用于衡量水产养殖环境效益的科研方法、监测方法和工具。

•  投资于能够满足自动化收集数据的需求、降低水产养殖行业管理成本的技术和工具，包括对

养殖活动、环境效益和影响的实时监测。

3.  对市场失灵和创新受阻采取政策干预措施：

•  发展相关科学以及开发必要的工具和监管系统，从经济学角度对修复性水产养殖的营养物移

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碳抵消效益进行估值与登记；建立一套“修复者受益”方案。

•  通过支持能够提升修复性效益的技术与商业模式来促进创新，如加速器计划、商业孵化器

等。

•   投资相关研发计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克服产业发展障碍（如新型生物精炼技术以增加海藻

加工的机会和效益、苗种繁育能力、选育种计划、发展更加可持续的饵料种类并增加其可获

取性）。



千岛湖

环境状况与目标

中国是世界主要鱼类生产国。自1991年

起，中国的水产养殖产量已超过世界其他地区

的总和，而到2018年，中国的鱼类养殖产量几

乎占全球生产总量的58%（FAO, 2020）。其

中大部分鱼类养殖为内陆养殖，尤其是在淡水

环境中养殖的鲤科鱼类和罗非鱼类。池塘养殖

是中国的主要养殖模式之一。过去40年来，池

塘养殖的产量显著增长，从1981年的71.9万吨

增至2019年的2230万吨，同期池塘养殖面积从

8.48平方公里增至2.64万平方公里（Hu et al., 

2021）。在更大尺度上，人工湖泊也在放养鱼

类，作为水产养殖与增殖型渔业的基础。

千岛湖位于浙江省（中国池塘养殖的主要

省份之一，Hu et al., 2021）杭州市淳安县，因

水力发电需求建于1959年，是迄今中国最大的

人工湖。湖区水域面积约为580平方公里，平

均水深30米，共有1078个岛屿，湖岸线长2500

公里。作为一个水库，千岛湖总库容为178亿

立方米，水体滞留时间约为两年，年入库净流

量为94.1亿立方米，年出库水量为90亿立方米

（Han et al., 2013）。如今，千岛湖已成为一

个以旅游、水产养殖和多产业协调发展为特征

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但是，千岛湖的生态环境也一度遭受严重

破坏。自1995年起，受周边污染物排放以及湖

区内密集的投饵型网箱养殖的影响，千岛湖

水体富营养化程度加剧。随后，千岛湖开始频

繁出现大面积蓝藻（cyanobacteria）藻华。湖

水中总的浮游植物密度从1992年的45万细胞

/升增至1998年的108万细胞/升（Wu and Lan, 

2012）。由此导致的水质下降给当地的水产养

殖造成了严重影响。以鲢鳙鱼为例，其平均年

产量从1991年至1997年间的1600吨下降到1999

年的400吨，降幅约75%（Liu et al., 2007）。

此外，千岛湖也是杭州、嘉兴等地重要的饮用

水源，频繁发生的藻华严重影响了周边社区的

饮水安全。因此，通过控制藻华来恢复千岛湖

原有的水质状况，成为利益相关方们共同的目

标。

千岛湖的水质治理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采取严格措施来控制污染物的输入。例

如，减少上游工业污染物的排放，以及清退湖

区近4平方公里的投饵型水产养殖（如鲶鱼、

鲈鱼和鳜鱼）。这些措施极大地减轻了千岛湖

面临的水质污染压力。其次，管理部门将两种

本地鱼种——鲢鱼（Hypophthalmichtyhys moli-

trix）和鳙鱼（Aristichthys nobilis）投放到千岛

湖，利用它们直接或间接摄取微藻的习性，缓

解藻华，以达到水质改善的目的。2020年相关

监测显示，千岛湖的水质已达到优良水平（杭

州市生态环境局淳安分局，2020）。最终，千

岛湖以鲢鳙鱼养殖为主，通过更大规模地实施

科学增殖与合理捕捞，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

时，支持湖区水质的改善，并维护了湖区生态

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

为确保所放养鲢鳙鱼的存活率，管理部门

也会有目的地清除湖中一些凶猛性鱼类，但需

指出的是，这可能会对一些处于种群脆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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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

中
国

© 程 珺

中国湖泊养殖滤食性鱼类带来的水质效益
（养殖种类： 鲢鱼Hypophthalmichtyhys molitrix、

鳙鱼Aristichthys nobilis）



 收获千岛湖内养殖的鳙鱼  

的鱼类造成损害。一些研究显示，适当保留

一定数量的捕食性鱼类对于整个湖区生态系

统的稳定运行是必要的；因为捕食性鱼类的

消失，可能会通过物种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

改变浮游生物群落结构，最终影响藻华的控

制效果。

鲢鳙鱼养殖现状

自2010年以来，千岛湖每年投放鲢鳙

幼鱼超过660吨（约600万尾），其中鲢鱼

和鳙鱼各占50%，放养面积几乎覆盖整个湖

区（580平方公里）。千岛湖鲢鳙鱼的年产

量接近5000吨，直接经济效益约5亿人民币

（Song, 2020）。

研究显示，鲢鳙鱼每增重1公斤大约能消

耗40公斤的微藻（Song, 2020）。按照5000

吨的鲢鳙鱼年产量计算，千岛湖养殖的鲢

鳙鱼每年至少移除20万吨微藻。此外，按

照鱼肉含氮量10%、含磷量3.5%计算（Li, 

2012），湖中养殖的鲢鳙鱼每年还能移除约

500吨氮和175吨磷。

当前千岛湖中鲢鳙鱼的投放比例主要为

1:1，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比例或许可以进行适

当调整，以获得最优产量。此外，未来在污

染输入得到更为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在投放

以鲢鳙鱼为代表的滤食性鱼类的基础上，或

许也可适当投放一些经济价值更高的捕食性

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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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应用：
此处的养殖经营能够改善水质吗？

鲢鳙鱼直接在千岛湖内放流，既不需要加装

养殖设施，也不需要投放饵料或化学品。湖

内的水流适合养殖这些种类，并且每年的鲢

鳙鱼放流数量和比例被认为是在水体的承载

力范围内。这两种鱼都是中国的本土物种，

养殖的幼鱼来源于当地的育苗场。此外，收

获期间也是限量捕捞且采用“捕大留小”的

策略。

是否使用了高质量的养殖设施？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养殖场是否有适宜的水交换条件？

养殖规模/密度是否在水体的承载
力范围内？

是否采用负责任的设施维护和养
殖对象健康管理方法（化学品、
生物安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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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千岛湖，鲢鳙鱼养殖有效控制了

微藻藻华，因而有助于调节水质。此外，改

善后优良的水环境，不仅使当地养殖的鲢鳙

鱼有着高于市场的价格，还为当地旅游业提

供了支撑，这又进一步给当地带来显著的经

济效益。目前，整个地区在社会、经济和生

态方面实现了协调发展。然而，一些研究显

示，千岛湖的生态系统仍处于发展初期，一

方面生态系统稳定性较弱，另一方面则是食

物网结构稍显简单。过多增殖鲢鳙鱼可能影

响整个湖区的生物群落结构，从而增加潜在

的生态风险（Li et al., 2011）。为此，应从

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持续关注千岛湖鲢鳙鱼

的养殖容量与捕食性鱼类的潜在捕捞量，以

确保生态系统稳定运行，并使这一水产养殖

实践对其他物种的影响处于可控程度。

64 © Jiawei Cui

尽管养殖种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

主要不投饵性种类（如贝类、藻

类），但在当地环境和背景下养殖

的滤食性鱼类是不需要投喂饵料

的，这是为了让它们在控制藻华上

发挥着作用。这一养殖实践的规模

足以为湖内的水体和环境提供修复

性效益。

这些鱼类的养殖模式并非有可能对

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池塘养殖，而

且湖水质量也确实需要改善。但在

天然湖泊中，仅增殖滤食性鱼类可

能会影响湖内原有的鱼类群落结

构，造成生态系统的不稳定。这意

味着需要进行监测和研究，以确保

这种方法为当地水质带来持续的改

善效益的同时，不会产生负面环境

影响。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否在池塘内养殖双壳贝类？

水体是否需要或将受益于水质改善？

  是否养殖不投饵性养殖种类
（如蛤蜊、牡蛎、贻贝、海藻）？

养殖规模/密度是否足以产生
水质效益？

修复性实践 修复性成效

很可能是修复性的



弗吉尼亚州洛兹堡（LOTTSBURG）的牡蛎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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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萨皮克湾牡蛎养殖对水质
改善目标的贡献

切
萨
皮
克
湾

案例研究 2

环境状况与目标

切萨皮克湾是美国100多个河口生态系统

中面积最大的，也是全球第三大河口区。这个

海湾及其支流的面积超过1.16万平方公里，其

流域范围涉及美国七个州和超过16.5万平方公

里的各类陆生系统与土地利用类型。得益于湾

内分布着海草床和牡蛎礁等重要的海岸带生态

系统，切萨皮克湾是重要的鱼类繁育场，并且

有350多种海洋鱼类栖息于此。

切萨皮克湾的牡蛎种群主要由美洲牡蛎

（Crassostrea virginica）组成。历史上，湾内

牡蛎种群数量丰富，且是美国原住民的食物来

源之一。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后，这些牡蛎被轻

度采挖用于商业销售，但这种状况只持续到19

世纪初期。美国内战后牡蛎采挖量急剧增加，

并在19世纪后期达到顶峰。到1960年，野生

牡蛎渔业濒临崩溃，年采挖量甚至不到历史

最高水平的10%（Schulte, 2017）。至21世纪

初，湾内牡蛎丰度已较19世纪初减少了99.7%

（Wilberg et al., 2011）。随着切萨皮克湾牡蛎

种群的大幅下降，牡蛎所发挥的过滤沉积物和

藻类的功能不复存在，海湾也失去了从水体中

移除氮磷的天然能力。

在整个二十世纪，牡蛎种群数量持续下

降，随之而来的是水质退化的问题。除丧失牡

蛎礁外，水质下降的主要致因还包括流域内的

农业生产增加、人口增长和海岸带开发，所有

这些都加大了陆源污染物的输入。来自农业生

产、雨水径流、废水处理设施及空气污染的过

多氮磷排放，是造成切萨皮克湾内水体富营养

化的主要原因。2004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所开展的一项国家评估，认为切萨皮克

湾干流和8条支流中的4条支流存在营养物高负

荷问题（Bricker, 2007）。水体中营养物过量

导致藻华爆发，造成湾内形成季节性“死亡

区”；这些水域因缺氧而使鱼类和贝类无法存

活，阻碍了海草生长所需的光照，并导致河口

底部的水生生物窒息死亡。尽管在减少污染源

方面采取了行动，但这些行动却不足以实现切

萨皮克湾及其支流的水质改善的既定目标。

2009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签署了第

13508号总统行政令，即“切萨皮克湾保护与

修复”行政令，指示联邦机构制定出保护和修

复切萨皮克湾水质和生态系统的战略。该行政

令将这个海湾称为“国家的宝藏”和“全球最

大和最高产的河口之一”。该行政令的出台是

为了强化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职能，以确保《清

洁水法》（Clean Water Act）所规定的水道满

足可开展捕捞和游泳活动的水质要求。联邦机

构制定的战略做出了在湾内关键支流恢复牡蛎

种群的长期承诺。

2010年，美国环境保护署为切萨皮克湾制

定了最大日负荷总量（Total Maximum Daily 

Load，TMDL）控制计划，该计划为切萨皮克

湾流域内的六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设定了氮、

磷和沉积物的排放限量。根据美国环境保护

署的说法，“全美国超过4万个TMDL计划都

已完成，但切萨皮克湾的TMDL计划是迄今为

止最大且最复杂的”，因为它所覆盖的地域

广阔且涉及多个管辖区（US EPA, 2010）。在

TMDL的实施过程中，营养物负荷的控制部分

地通过正式判定与采用工业或其他行业的最佳

管理实践来实现。

水产养殖业现状

美洲牡蛎养殖同时受州级和联邦政府的法

规管控。州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监管和核发牡蛎

养殖许可证。弗吉尼亚州的贝类养殖是美国最

成熟的水产养殖业之一，在美国各州中，弗吉

尼亚州的牡蛎产量排名第二。而在马里兰州，

牡蛎养殖是一个新兴产业，是2009年该州修订

法律允许租赁海域用于养殖之后，才逐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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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Hood et al., 2020）。

历史上，弗吉尼亚州的养殖户将附着在贝

壳上的牡蛎苗布放在有许可证的大片海床上进

行养殖，大型养殖场的面积可高达几百英亩。

但在过去二十年间，将牡蛎养在笼具或篮筐里

以便提供新鲜的“半壳”牡蛎已变得越来越普

遍。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相比于底播养

殖，悬浮的延绳式笼养（如牡蛎养殖笼）或者

澳式延绳式篮筐养殖系统已越来越受到养殖户

青睐。

2018年，马里兰州的贝类养殖业包括17个

底播式养殖场（养殖面积2014英亩）和15个筏

式养殖场。同年，弗吉尼亚州的贝类养殖业

包括109个底播式养殖场（养殖面积60平方公

里），以及68个筏式养殖场（USDA, 2019）。

近年来，这两个州生产和销售的牡蛎数量快

速增长。在弗吉尼亚州，牡蛎单体的生产量

从2005年的不足100万个增加到2018年的3000

多万个（Hudson and Virginia Sea Grant Marine 

Advisory Program, 2019）。而在马里兰州，

2012年收获了首批牡蛎，发展到2017年，牡

蛎总产量已增至1000多万个（7万蒲式耳）

（University of Maryland Extension, 2019）。

将牡蛎养殖纳入美国环保署的切
萨皮克湾TMDL计划的努力

依据TMDL最佳管理实践（BMP）的规

程，牡蛎恢复合作伙伴计划（Oyster Recovery 

Partnership）协调并召集了13名成员组成专家

组，就现有科学研究能否支持通过湾内各种牡

蛎相关实践（包括修复牡蛎礁栖息地、牡蛎养

殖）来减少水体中的氮磷含量，向美国环保署

提出建议。鉴于牡蛎在两种实践中有着不同的

存活率和生长速率，该专家组的目标是要确定

营养物质的循环与减少率能否被充分量化。

2016年，BMP专家组推荐了适用于TMDL

的与牡蛎相关的营养物减量规程（Oyster-As-

sociated Reduction Protocols）。该规程量化了

储存于牡蛎组织的氮磷含量，这些氮磷是牡蛎

过滤水体并从中摄食有机质（大部分为藻类）

而形成的。基于七项专门在湾区进行的研究，

专家组得出结论：牡蛎组织平均含有8.2%的

氮。而关于含磷量，基于三项研究做出的结论

是牡蛎组织平均含有0.9%的磷。BMP专家组也

说明了这些规程的适用范围，包括：规程仅适

用于在潮汐水域开展的水产养殖，且只适用于

在BMP被批准和实施后收获的牡蛎。养殖牡蛎

的初始壳高需小于2英寸，被收获上岸时是活

的（确保组织中存留的营养物质达到预期百分

比）。州政府必须报告每年收获的牡蛎数量或

减少的营养物质磅数。由于每个牡蛎的组织和

外壳的重量差异显著，BMP要求对养殖户的牡

蛎进行随机抽样，算出平均干重，以便利用专

家组确定的氮磷百分比计算出所移除的氮磷量

（Cornwell and Reichert-Nguyen, 2016）。

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都已经开始通过州

级营养物交易项目实施BMP。马里兰州的交易

项目是自愿性项目，“旨在为减少氮、磷和沉

积物，创建一个公共市场”，以促进切萨皮克

湾的修复和恢复（Maryland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2020）。在2020年，马里兰州发

布了州内首个与牡蛎养殖相关的交易指南，使

养殖户能够积攒信用额。一家名为蓝牡蛎环境

（Blue Oyster Environmental）的公司正试图收

集这些信用额并充当信用额经纪人（Miller，

2020）。该公司在马里兰州完成了第一笔牡蛎

养殖营养物交易，这笔交易是将营养物信用额

卖给巴尔的摩会议中心（Baltimore Convention 

Center），以抵减其举办会议活动产生的影响

（Viviano, 2020）。

一些正在实施的科研项目正在持续分析

牡蛎养殖对湾区水质和生态的效应。在2016

至2018年间，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与弗

吉尼亚州海洋科学研究所（Virginia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及该州四位牡蛎养殖户合作，

尝试原位监测养殖场的水质效应。对不同规模

和采用不同类型养殖设施的多个养殖场的研究

结果显示，未发现养殖活动对大型底栖动物、

沉积物质量或水质带来显著性的负面影响。在

监测到水质存在显著差异的少数情况下（养殖

场内的水质优于养殖场外的），仅记录到平

均值之间存在微小差异（Kellogg, Turner and 

Masse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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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萨皮克湾的牡蛎养殖被纳入相关法规的

管控，法规要求养殖户采用优质养殖设施

并定期对其进行维护。养殖场还必须设在

有适当水流的水域，以支持整个养殖场的

水体交换。研究表明，当前的养殖场密度

和生产规模并未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力，

且没有监测到养殖活动对底栖生物、沉积

物和水质造成负面环境影响。

牡 蛎 不 在 池 塘 内 养 殖 。 根 据 水 质 改 善 和

TMDL的管控要求，切萨皮克湾的水质确实

需要改善。

湾内牡蛎养殖采用本地物种（Crassostrea virg-

inica）；受人类活动影响，这种不投饵性养殖

种类在湾内的自然丰度也已经显著下降。

总 结

在养殖场尺度上，湾内牡蛎养殖实践可被视

为具有修复性效益，因为这些实践不会给环境带

来负面影响，且所养殖的牡蛎能够过滤海水，正

是湾内需要的水质改善功能。相关科学研究进展

也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了科学支持，使其正式认

可当地的牡蛎养殖实践作为实现海湾水质目标的

贡献者之一。尽管与面临的巨大挑战相比，目前

的牡蛎养殖业对营养物质移除的贡献相对较小，

但在面源污染物输入海湾后，它是移除这些污染

物的一种不可多得的选择。

是否使用了高质量的养殖设施？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养殖场是否有适宜的水交换条件？

养殖规模/密度是否在水体的承载力
范围内？

是否采用负责任的设施维护和养殖对象
健康管理方法（化学品、生物安全）？

是否在池塘内养殖双壳贝类？

水体是否需要或受益于水质改善？

  是否养殖不投饵性养殖种类
（如蛤蜊、牡蛎、贻贝、海藻）？

养殖规模/密度是否足以产生
水质效益？

修复性实践 修复性成效

很可能是修复性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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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兹基于栖息地效益的海藻养殖

伯
利
兹

案例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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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状况与目标

作为国家渔业改革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伯利兹正在投资发展海藻养殖业，其重点是寻

求人与自然皆受益的解决方案。由于野生龙

虾、海螺和岩礁鱼类（reef fish）捕获量逐渐

减少，与其相关的渔业发展机遇也正在减少，

因此伯利兹于2010年开始发展海藻养殖业。如

今，海藻养殖业已受到当地社区的欢迎，因为

这不仅让他们能够继续靠海谋生，而且是提高

自身经济韧性并保护其赖以生存的野生鱼类

资源的一个机会。伯利兹发展本地海藻（Eu-

cheuma isiforme）养殖的目的是通过养殖海藻

来增加渔民收入，并使其收入来源多样化，同

时减轻捕捞活动对野生渔业资源的压力（PSF, 

2020）。目前该国除了有小规模江蓠属（Gra-

ciliaria，尚不确定具体养殖种类）海藻养殖产

品供应国内市场外，养殖规模最大的海藻种类

仍然是Eucheuma isiforme。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对普拉森西亚半

岛（Placencia）的两个海藻中试养殖场进行了

生态监测，其结果显示，海藻养殖活动总体上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极小，并且带来了可衡量的

生态效益。在2017年至2018年间，监测评估了

海藻养殖对底栖生物组成、海草健康、鱼类和

大型动物物种丰富度（species richness）及丰

度（species abundance）的影响，也对生态系

统参数进行了监测，如硝酸盐、光照强度、温

度和溶解氧等（Foley, 2019）。

监测计划采用了一种“生态计分卡”（包

含16个变量指标），来评估这些养殖场的海藻

养殖效应。Hatchet岛（Hatchet Caye）的对照

位点（没有养殖筏架）平均得分为3.0/5分（3

分被认为是设立养殖场前的常规水平），

然而养殖筏架临近水域平均得分为3.56/5

分，养殖筏架内部水域则为3.64/5分。这项

评估显示，养殖场内部水域和周围水域的

总体生态健康状况都高于对照海区水平。

相较于对照位点，两个养殖场的海藻养

殖筏架周围的鱼类生物多样性要么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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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养殖经营能够改善栖息地与鱼类资源吗？

要么经过一段时间后增加更多。在Hatchet岛，

养殖筏架周围发现了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草食

性岩礁鱼类，但在对照位点未发现其踪迹；与

此同时，养殖筏架周围的常见大型动物丰度也

更高。尽管对营养物质浓度的监测比较有限，

但在开展监测的那个养殖场，未检出显著的磷

酸盐浓度。海藻养殖场的硝酸盐水平高于对照

位点，不过两者没有显著差异。造成这种差异

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评估（Fo-

ley, 2019）。

有些海藻养殖活动是在获得研究许可的情

况下，在多用途的海洋保护区内开展。养殖

场距离伯利兹大陆30-40公里，远离居民区。

Hatchet岛/Little Water岛（Little Water Caye）

与Turneffe环礁距离普拉森西亚半岛与伯利兹

市（Belize City）这两处养殖户居住地分别约

为17和23海里。未来也可以考虑在距伯利兹大

陆更近的海域设置养殖场。虽然这可能为养殖

业带来经济效益，但预计气候变化将为该产业

的发展带来挑战（Tucker and Jones, 2021）。

2019年，Turneffe环礁的海水温度大幅升高，

这可能是导致当时养殖场内海藻死亡的原因。

这迫使我们去尝试设计新的养殖方式。海藻养

殖过去采用的是浮筏养殖系统，海藻通常悬挂

在水面下1-2英尺处（靠近水面），而这正是

温度波动最大的水层。正在测试的新养殖系统

将海藻置于靠近海床处，这里的水温更稳定

（来自TNC的监测调查），并且养殖设施更不

易受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水产养殖业现状

普拉森西亚半岛和Turneffe环礁的E. isi-

forme海藻年产量各不相同，迄今为止，普

拉森西亚海藻养殖小组（Placencia Seaweed 

Farmers，PSF）经营的最大规模的养殖场年产

量为590公斤。几乎全部的海藻都销往当地，

许多店铺用海藻做沙冰和奶昔饮品，海藻卖价

在每磅15美元（7美元/公斤），为全球均价的

两倍。海藻也被用于生产当地市场上售卖的保

健品。当地海藻养殖业有意扩大养殖规模，并

在国际上出售，这些海藻有潜力进入化妆品市

场，因为化妆品市场较为看重海藻养殖区的海

水质量。

普拉森西亚养殖合作社（The Placencia 

Producers Cooperative Society）曾经是一个渔

业合作社，现在该合作社已担负起引领海藻

产业发展的角色，并通过PSF小组将其重心完

全转向海藻养殖。在TNC的支持下，伯利兹

女性海藻养殖户协会（Belize Women Seaweed 

Farmer,s Association）于2019年成立。这两个

组织的基地都设在普拉森西亚半岛，其养殖场

分别设在Little Water岛和Hatchet岛，并且正在

将该产业扩大至Turneffe环礁。这些组织目前

支持着少数几个试点养殖场和一个商业性养殖

场的经营活动。

伯利兹海藻养殖业的发展也获得了该国渔

业部的支持。尽管当前尚未对全产业进行治理

来引导其产业的发展，但伯利兹渔业部、大自

然保护协会及海藻工作组正在合作开发一套有

效的方法和扶持政策，并且正在为社会、经济

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制定一个全产业发展计划。

现有栖息地没有因发展养殖而遭到破坏。

所使用的养殖设施应该将其他物种被缠绕

的风险降至最低，不过由于该区域海洋哺

乳动物的出现率很低，所以没有对这项影

响进行专门评估。所发展的养殖活动仅涉

及本地海藻物种。

是否清除了现存的栖息地或将养殖
设施锚定在栖息地上？

否是

否是

否是

是

养殖场布设或养殖活动是否带来
动物被缠绕的风险？

养殖经营是否依赖于濒危资源或物种
的野生幼体或苗种？

是否养殖外来入侵物种？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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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规模不会对海域内的其他用海方式造成过度影响，也

不会以一种带来环境风险的方式固化经营活动。养殖场布

设在已监测过水流的海域，且水流条件足以支持海藻养

殖。海域内的渔业物种能够从额外的栖息地及其育幼场功

能中受益，从而对当地的渔业资源形成潜在补充。

在水温季节性波动不会对海藻造成负面影

响（如导致海藻死亡）的海域，或水温波

动的影响可通过养殖实践（如季节性养

殖）得到缓冲的海域，或许能够全年开展

养殖活动。目前尚不清楚需要多大规模的

海藻养殖才能为种群已经减少的渔业物种

提供可衡量的效益。

总 结

对伯利兹初创海藻养殖活动的监测显示，

这些养殖场正在提供可衡量的栖息地效益，并

且所提供的正向环境效益大于负面影响。海

藻养殖场有发挥育幼场功能的潜力，从而对那

些正在减少的、具有生态和商业重要性的岩礁

性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野生资源量进行补充。

基于这一栖息地效益，正在发展的海藻养殖活

动可被视为修复性水产养殖。然而，还应继续

开展研究和监测，以便更全面地了解需要多大

规模的养殖活动才能提供持续不断的栖息地效

益，以及在养殖场范围内和范围外有效地增加

渔业资源。在制定海藻养殖业发展和扩张规划

时，可以将这些正向效应纳入考量（例如：为

取得这类环境效益而制定的选址空间规划），

使得生态、社会与经济成效达到最大化。

否是

否

是

是

是

养殖经营是否以环境足迹大或
高密度的方式在开展？

野生鱼类或无脊椎动物是否需要
周围环境提供额外的栖息地？

养殖周期与收获方法是否允许养殖场在全年或鱼类
生活史关键阶段为鱼类资源持续提供栖息地效益？

养殖规模是否足以为鱼类提
供庇护和/或饵料，从而促进
鱼类资源恢复？

修复性实践 修复性成效

很可能是修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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